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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领导研究领域中，领导行为的影响效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关注领导行为对员工、团

队或组织产生的影响，很少关注其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近年来，部分新兴的领导研究开始从行为者视角出发，关注领导行为

对领导者（行为者）自身的影响，这些研究为理解领导行为产生的动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为领导行为培训提供了新的实践

启示。基于此，本文梳理了目前关于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的研究，理清相关研究的主要脉络及发展方向。具体地，首先根据领

导行为性质（建设型或破坏型）和影响效果（积极或消极）两个维度，将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研究划分为四大类：①建设型领导

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研究；②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研究；③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研究；

④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研究。进一步，根据以上分类，系统回顾关于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的研究文献，提炼背

后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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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领导研究一直都是管理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宋继文等，2009；张志学等，2016；Day et al，2014），

其中，领导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占据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部分（张志学等，2014）。现有研究表明，领导行为

对员工的认知、情绪、行为，团队行为和组织绩效等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Yukl，2013；高中华和赵晨，

2014）。而且，在领导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进程中，逐渐发展了对领导行为具体的类别细分，即建设型领导行

为（constructive leadership，Aasland et al，2010）和破坏型领导行为（destructive leadership，Einarsen et al，
2007）两大类别。建设型领导行为是有利于员工和组织利益的积极的领导行为，而破坏型领导行为则是会直

接或间接地阻碍员工或组织目标实现的消极的领导行为（Collins and Jackson，2015；Schilling，2009）。例

如，道德型领导行为（ethical leadership，Treviño et al，2000）作为一种建设型领导行为，不但会增加员工工作

绩效（Piccolo et al，2010）、建言行为（梁建，2014）、组织公民行为（芦青等，2011；Stouten et al，2013），还会减

少员工越轨行为（许灏颖等，2014）。与之相反，苛责管理行为（abusive supervision，Tepper，2000）作为一种

破坏型领导行为，则会降低员工绩效（Schaubroeck et al，2016）、组织公民行为（Aryee et al，2007），增加员工

越轨行为（Mitchell and Ambrose，2007）和沉默行为（席猛等，2015）。这些研究为组织提高员工、团队、组织绩

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然而，这些领导研究大都关注领导行为对员工、团队或组织产生的影

响，却很少关注其对领导者自身的潜在影响（康勇军和彭坚，2019；Scott et al，2009）。

近年来，部分新兴研究发现，领导行为实施者即领导者本身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康勇军和彭坚，2019；
Harms et al，2016；Kaluza et al，2020；Lin et al，2019；Qin et al，2018）。例如，Lanaj等（2016）发现，变革型领

导行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Bass，1998）能够通过满足领导者日常需要进而改善其日常情绪状态。

这类以行为者为中心、研究个体行为对其自身影响的研究被统称为“行为者视角”（actor⁃centric perspective）
的研究。本文认为，对该方向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独特意义和价值：第一，以行为者视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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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领导行为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但目前学界对这一视角下的问题尚未有系统性的认识，不利于这些价值

的深入挖掘，因此，对此类研究进行综述有利于更加系统地识别并探讨这一类问题。具体来说，以行为者视

角开展的领导行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领导行为在组织中产生和发展的动机和原因。很多时候，领导

行为的外溢影响并不会最终导致该领导行为的增加或减少，而领导行为给领导者自身带来的结果才是决定

领导后续态度或行为表现的重要依据（Lanaj et al，2016）。例如，尽管大量研究证明苛责管理行为对组织和

员工个人都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但为何组织中依然普遍存在这一破坏性的领导行为？这一问题的回答需

要站在行为者的视角去探究苛责管理行为对领导自身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积极影响，这些潜在的“收益”促

使领导者持续不断地做出苛责管理行为（Qin et al，2018）。与之相对应的，对于普遍积极的领导行为，为何仍

有领导不愿实施？是否因为该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有着潜在的消极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研

究者和组织管理者更全面地认识领导采取某一行为的动机，并据此制定计划来引导正确的领导行为的出现和

发展。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未形成对这类问题的系统性的回答，不利于研究者对该领域研究历程、现状和趋势

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聚焦于梳理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影响的相关文献，以期系统地揭示领导者行为产生与

发展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深入挖掘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价值，实现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现有的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方兴未艾，但尚缺乏系统性，对此类研究进行综述梳理将有利

于该领域研究对话及未来发展。纵观近年来的新兴研究，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

这些研究文献大都发表在国际顶尖管理学刊物上（如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足以洞见该话题

研究在近年来领导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趋向。然而，整体来看，该方向的研究还不成体系，研究之间缺乏有

效对话，后续的研究工作也缺乏方向指引，因此有必要对该话题的研究进行一个全面、系统地梳理，并据此提

出整合的理论框架，从而让接下来的学者能够对该前沿研究有更系统的了解，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为

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第三，综合梳理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能够帮助完善对行为者视角研究的整体认识，其整合的理论

框架与结论将作为一种重要借鉴，有助于进一步梳理组织中其他个体行为对自身的影响研究。一种行为并

不一定会涉及行为的接受者或第三方，但一定都会存在实施者，因此，探寻个体行为对实施者自身的影响是

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且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但目前关于行为对实施者自身影响的研究尚缺系统性的综

述。因此，本文对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梳理也能够为其他个体行为的行为者视角研究的系统化

梳理提供参考和借鉴，能帮助拓展其他组织个体行为的行为者视角的研究，为组织行为学研究提供新思路和

见解。基于此，本文从行为者视角出发，梳理现有关于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研究文献，根据领导行

为性质（建设型领导行为或破坏型领导行为）和影响效果（积极或消极影响）两个维度，划分领导行为对自身

影响研究的四大类别，理清当前研究的主要脉络和生态，进一步提炼这些影响背后的理论机制，阐明和整合

各类影响的作用路径。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研究分类：领导行为性质和影响效果

本文首先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检索并梳理了所有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文献。第一，在多个国内外

文献检索平台，如 Google Scholar、中国知网等平台上根据以下关键词的搭配组合进行了文献的初步检索：领

导行为（leadership/leader behavior）与行为者视角（actor⁃centric perspective/leaders themselves）。其中，根据本

文的研究分类，领导行为又进一步细分为建设型领导行为（constructive/positive leadership），如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领导公平行为（leader justice behavior）、道德型领导行为（ethical leadership）等，

以及破坏型领导行为（destructive/negative leadership），如苛责管理行为（abusive supervision）、放任型领导行为

（laissez⁃faire leadership）、专制型领导行为（tyrannical leadership）等，因此这些具体的领导行为也纳入文献检

索所使用的关键词。第二，对步骤一初步检索出来的相关文献进行有侧重点的阅读，主要关注研究的假设、

模型、理论机制及最终结论，准确判断其是否属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并对实证研究文献和理论研

究文献进行了区分。第三，为了避免遗漏重要相关文献，对以上步骤筛选出来的核心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了

逐一检索，并用与步骤二相同的判定标准进行进一步的文献筛选。第四，对于不确定是否属于本文范畴的有

争议的文献进行了共同讨论并决定是否保留。通过以上四个步骤的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最终得到 41篇关

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核心文献，其中包含 6篇理论文献，35篇实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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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对筛选出来的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整合梳理，本文构建了一个

2×2的研究分类框架来对所有核心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考虑到在领导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事先区分该领导

行为的性质是尤为必要的，它会直接影响围绕该领导行为开展的研究方向，因此，领导行为性质是本文选取

的第一个分类维度。而在对领导行为性质的区分类别中，最为常见的是按照领导行为的目的、意图和结果等

的积极性与否将领导行为划分为积极的领导行为（又称“建设型领导行为”）和消极的领导行为（又称“破坏型

领导行为”）两大类，这种分类在领导行为相关的综述研究或元分析研究中尤为常见（例如，王震等，2019；
Schyns and Schilling，2013）。根据这一定义，学者们划分了几种较为常见的建设型领导行为，如变革型领导

行为、谦卑型领导行为（humble leadership，Morris et al，2005）、道德型领导行为等，以及常见的破坏型领导行

为，如苛责管理行为、放任型领导行为（laissez⁃faire leadership，Bass and Avolio，1994）、专制型领导行为

（tyrannical leadership，Ashforth，1994）等。另外，在探究一个行为对行为者自身所产生的影响时，区分影响

结果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例如，王震等，2019；Zhong and Robinson，2020），它反映了行为

给行为实施者本人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进而帮助理解个体采

取（或规避）该行为的原因（Zhong and Robinson，2020）。例如，一

些消极的领导行为如苛责管理行为虽然会给行为接受者（例如

下属）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却会让领导自身获益，如能够短暂地

恢复领导自身的资源，增加领导的工作投入，这些积极效益正是

这种消极领导行为产生的主要动机。因此，领导行为的影响效

果①（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是本文选取的第二个分类维度。基

于此，本文将根据领导行为的性质（建设型领导行为或破坏型领

导行为）和影响效果（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两个维度，从四个方

面来梳理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②，研究分类框架如图 1
所示，相关文献的分类结果见表 1。

采用这种研究分类有三个主要优势：第一，与不分类相比，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能够更加系统地勾勒出

现有文献的整体发展脉络，以对已有文献有更加系统、全面的认识。此外，本文所选取的两个分类维度，不管

是对领导行为性质的区分还是影响效果的区分，过往相关文献都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判定标准（例如，王震等，

2019；Schyns and Schilling，2013），能更清晰地梳理过往领导行为的相关文献，不会出现分类不明、无法界定

的情况。第二，采用这一分类方式能够进一步厘清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比

如，经过梳理之后本文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建设型领导行为和破坏型领导行为的关注呈现严重的不均衡发展

情况，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研究要远远少于关于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中，关注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

导者的潜在积极影响的研究是最少的，这一发现也提示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破坏型领导行为对自身的

积极意义，揭示其在公认带来大量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依然长期、广泛存在于组织中的原因。通过这种分类方

式对研究现状和不足的梳理，既能进一步拓展行为者视角下的领导行为研究，也有助于组织管理者对不同类

型的领导行为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进而能够提供更行之有效的管理实践策略。第三，该研究分类有利于

发掘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的两面性或“双刃剑”效应，例如，采取变革型领导行为既能促进领导者的资源恢

复，也会带来领导者的情绪耗竭（Arnold et al，2015；Lin et al，2019）。因此，依托这一分类，本文能够帮助组

织管理者更辩证、全面地认识领导行为对自身的影响效用，进而帮助领导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组织管理

实践也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文根据该研究分类构建了全文的框架，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对其中的每个维

度逐一展开综述。

（一）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
通过回顾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的文献大多关注各种建设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团队或组

织的积极影响（Bass，1998；Burke et al，2006），而相对较少关注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响。

有限的相关研究主要探究了以下几种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响。

① 本文所归纳的文献均只揭示线性相关关系，而不讨论过犹不及效应或者倒 U型关系。

② 考虑到建设型领导行为和破坏型领导行为研究发展的不平衡，现有文献在领导行为种类的选择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是先将既有积极

影响又有消极影响的领导行为进行了排序且保持顺序一致，而后再梳理只揭示了其中一种影响效应的建设型领导行为或破坏型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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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分类框架图：基于领导行为性质和影

响效果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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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革型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的特征是领导者和员工之间通过有意义和创造性的交流，激励员工取

得非凡成果，并在此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实现组织的目标（Bass，1985）。已有文献集中证实了变革

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积极影响（陈永霞等，2006；李超平等，2006；李秀娟，魏峰，2006），而很少研究关注变革

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响。但仍有极少的相关理论文章指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社会交换过程

紧密联系，不仅会对员工和组织产生影响，也有助于领导者自身的发展（Bass and Riggio，2006）。Corrigan等
（2002）通过一项实验调查探究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四大要素（人格魅力、鼓舞人心的激励、创新的激励、人员

关怀）与自身损耗（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降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四大变革要素都与个人成就显

著正相关，而领导的人格魅力与情绪耗竭显著负相关，从而揭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

响。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出现在 Zopiatis和 Constanti（2010）的实验中，他们发现医务管理者的变革型领导行为

与其自身的情绪耗竭和去个性化负相关，而与其个人成就显著正相关。这些是学者对行为者视角的变革型

领导行为的初步探析。

随着多源、多波日志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发展，关于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研究得到了更进

一步的完善。例如，Arnold等（2015）通过资源保存理论证实了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促进领导真实的情感表

达从而减少了其自身的损耗，因为变革型领导者因其巨大的影响力、领导有效性而拥有充足的个人资源，因

此他们可以在不担心资源损失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而真实情感的表达进一步减少其个人资源的

损耗。Lanaj等（2016）则从领导者日常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变革型领导行为表现出的领导——组织目标一

致性、管理有效性及领导员工关系的和谐性分别有利于满足领导者的自主性需求、能力需求和关联需求，进

而积极改善领导者的日常情感状态。

（2）领导者公平行为。领导者公平行为是指让个体或团队感知到领导对其公平的行为（Colquitt et al，
2005）。领导者的公平行为可以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交互公平行为（Colquitt et al，2005）。Johnson等
（2014）发现相比于复杂、严格的程序公平行为，交互公平行为更容易实施，相应的规则更为宽泛，因此领导者

的交互公平行为与自身的资源损耗呈负相关关系。而且，交互公平行为有利于打造和谐的领导成员关系，给

领导者带来更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有效促进领导者的资源恢复。因此通过对领导者资源损失的减少和资

源恢复的增加，交互公平行为积极预测了领导者随后的组织公民行为。

（3）谦卑型领导行为。谦卑型领导行为通常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愿意正确认识自己；乐于欣赏他人的

优点和贡献；可教性（Owens et al，2013）及自我聚焦在较低的追求（Ou et al，2014）。在人们长久的认知里，

谦 卑 是 一 种 公 认 的 美 德 ，因 此 谦 卑 型 领 导 行 为 通 常 也 被 视 为 是 一 种 建 设 型 的 领 导 行 为 方 式

（Tschannen⁃Moran，2014），以往研究较多地揭示了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员工或对组织的益处（Owens and
Hekman，2016），却极少探究其对领导自身的影响。Zapata和 Hayes⁃Jones（2019）从领导者的角度发现谦卑型

领导更容易欣赏员工的优点和贡献，愿意信任和关怀他们，因此谦卑型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互动更良好，关系

更牢固，这可以显著促进领导效能，而领导效能的增加会给领导者自身带来各种积极的影响（减少惩罚或增

加奖励等）。因此，谦卑型领导通过加强领导的公共型特征（communal characteristics）对领导在组织中的相

关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4）真实型领导行为。Luthans和 Avolio（2003）将真实型领导定义为一个结合了积极的领导者能力和高

度发展的组织环境的过程。真实领导的特点包括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有深刻的认识，自信、真诚、可靠、值

得信赖等（韩翼和杨百寅，2011；Luthans and Avolio，2003）。Luthans和 Avolio（2003）认为真实领导过程会对

领导者的积极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并能促进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Ilies等（2005）进一步解释了真实型领导

行为影响领导者个人幸福感的原因：真实型领导的四个要素——自我意识、公正处理、真实行为和真实关系

导向——决定了真实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个人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自我意识意味着对自身清晰的认知，有

利于提高领导者对自我的接受程度、自主性感知，从而促进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幸福感；公正处理是指对自我

相关的内外部信息进行公正的评估，有利于领导者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真实行为意味着言行一致，按自己内

心认可的价值观行事，因此真实型领导者不需要消耗很多的自我监管资源来控制自己的内外部行为表现；真

实关系是指领导者重视并努力在人际关系中实现开放性和真实性，这种关系能带来高水平的信任，也有助于

领导者开放性地学习。综上所述，真实型领导行为能够有效促进领导者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提升领导者的个

人幸福感。然而，以上研究都只是理论的推理，未经实证的检验，Weiss等（2018）则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真

实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心理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即真实型领导行为通过减少领导者自身的精神损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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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少了领导者的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投入度。

（5）服务型领导行为。服务型领导行为是指超越领导者的个人利益的一种领导方式，强调“服务员工的

意愿、满足员工的需求”（张军伟和龙立荣，2016）。康勇军和彭坚（2019）认为服务型领导行为致力于实现员

工利益、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因此有助于提高领导者自身的工作效能感和成就感，给领导者带来更多的积极

情绪体验；且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进一步增加领导者的积极情绪

体验。积极情绪的增加会进一步改善服务型领导的工作⁃家庭关系，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同时作者指出这

一积极影响存在重要的边界效应，当领导者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时，服务型领导行为能让领导者有更

充足的资源实现服务需求，从而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进而对领导者工作⁃家庭关系产生更强的积极影响，

反之则相反。

（6）其他建设型领导行为。在组织场所中领导还会表现出其他有利于员工和组织目标实现的建设型领

导行为，如任务导向行为、人员关怀行为等，然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也主要揭示了这些建设型领导行为对员

工、组织的影响（Mahsud et al，2010）。随着近几年行为者视角的研究的兴起，逐渐开始有研究从行为者的角

度，揭示了工作场所的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比如，Nielsen和 Cleal（2010）认为问题解决周

期的四个环节，即头脑风暴、计划制定、问题解决、评估等都会有效促进领导者自如的状态（flow states），这是

一种积极的即时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行为者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并享受自己所做的事情，且这种行为的动

机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专注、享受和内在动机是自如状态的三个核心特征。而作者认为问题解决过程的领导

行为能够满足这三个特征的需求，从而提高领导者自身的自如状态，这有利于提升领导者的工作满意度、热

情和满足感（Bryce and Haworth，2002）。在该研究的基础上，Nielsen和 Cleal（2011）还进一步验证了领导积

极参与问题解决相关的活动还能有效促进领导做出更多的变革型领导行为。Lanaj等（2019）则发现领导的

自我反思行为有利于提升其自身的认知精力，减少自我损耗，从而提升领导的工作投入度，并提高领导在工

作中的影响力。综上所述，工作场所中领导表现出的多种建设型领导行为不仅可以给组织和员工带来积极

的效益，还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幸福感，进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建设型领导行为。

（二）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
然而，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总是有益的吗？目前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它对领导者自身可能的

消极影响，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组织管理情境中建设型领导行为缺失的潜在原因。

（1）变革型领导行为。如上所述，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助于领导者日常需求的满足，进而积极改善领导者

的日常情感状态（Lanaj et al，2016），但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其实是一把“双刃剑”。Bass和 Riggio
（2006）提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四个特征：一是理想的影响力，即领导者要成为追随者想要认同和效仿的榜

样，并具有很高的个人魅力；二是鼓舞人心的激励，包括清晰地传达和沟通关于未来的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愿

景，并在追随者追求这一愿景时给予支持；三是鼓励创新，鼓励员工以新颖的方式思考问题和迎接挑战；四是

高度个性化的人员关怀，领导者要把他们的追随者视为独特的个体，认识到他们独特的需求、能力和抱负，发

展他们自身的优势。这四个特征决定了采取变革型领导行为需要调动足够的个人资源，包括积极情绪、乐

观、弹性、自信（Ross and Offermann，1997）等。基于此，Leonard等（2013）认为变革型领导行为会给领导者自

身的认知资源和情绪都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心理压力和个人幸福感。作者也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理

论机制，比如工作需求⁃资源理论、情绪劳动相关理论等，且多种领导特质、员工特征及情境因素都可能对这

一影响产生调节作用，比如领导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开放性、宜人性和外倾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变革领导

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

随后，逐渐有实证研究证实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给领导者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Zwingmann等

（2016）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会消耗领导者大量的个人资源，导致情绪耗竭，且从长期来看，领导的基于

组织的自尊会加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随后的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Khan等（2023）还发现愿景型领导行为

会增加领导者的压力，导致情绪耗竭。Lin等（2019）进一步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在导致领导者自身情绪

耗竭之后，还会让其产生更强的离职意向。

（2）领导者公平行为。如前文所述，领导者的交互公平行为会减少领导者自身的资源损耗而增加资源恢

复，从而积极预测领导者的组织公民行为（Johnson et al，2014），但领导者实施公平行为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

消极的影响。Patient（2011）提到程序公平可能会给行为者自身带来成本，尤其是当公平和合理性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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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一步，Johnson等（2014）提出，程序公平行为是受规则约束的行为，需要对工作程序和政策进行密切的

监测和评估，行为者必须熟知并遵从这些规则和程序，这会消耗行为者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从而增加其自

我损耗。同时，程序公平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会加剧行为者的自我损耗，进而减少领导者后续的组织

公民行为。

（3）谦卑型领导行为。如前文所述，谦卑型领导行为作为一种建设型领导行为得到广泛的认同，但 Cindy
和 Laura（2019）指出，谦卑型领导因为能够正视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会减弱；而通过对员

工进行授权将责任转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影响。同时，谦卑型领导也会更依赖员工的表现，独立

性也会更弱。能力、自由裁量权、独立性都属于领导的代理特征（agency characteristics），因此综合而言，谦卑

型领导行为会减弱员工感知的领导的代理特征，而代理特征又是影响领导效能的一大因素（Epitropaki and
Martin，2004），所以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减弱领导的代理特征而降低了领导效能，这会进一步削弱领导在组

织中的影响，表现为奖励的减少或惩罚的增加。由此，Cindy和 Laura（2019）通过该研究揭示了谦卑型领导行

为对领导自身的“双刃剑效应”：谦卑一方面会通过加强与员工的共生特征来增加领导效能，进而增加组织对

领导的奖励；另一方面又会通过降低领导的代理特征来降低领导效能，进而增加组织对领导的惩罚。该研究

为谦卑型领导行为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与稳定的谦卑型领导行为不同，Yang等（2019）则

把领导表现谦卑（expressed humility）当成一个状态变量来研究其对领导情绪耗竭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低

诚实⁃谦卑特质的领导而言，表现出谦卑的领导行为会让其产生情绪耗竭，导致更强的离职意愿和领导的工

作⁃家庭冲突。因此，谦卑型领导行为并不总是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它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未来研究需对

其进行更全面的探究。

（4）服务型领导行为。如前文所述，服务型领导行为有可能通过增加领导者积极情绪而改善其工作⁃家
庭关系（康勇军和彭坚，2019），揭示了服务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响，但近年也开始有研究逐渐

发现服务型领导行为的“阴暗面”。康勇军和彭坚（2019）首先发现服务型领导行为具有“两面性”，其不仅有

可能通过增加领导者积极情绪而改善其工作⁃家庭关系，也可能通过增加领导者的自我损耗而加剧领导者的

工作⁃家庭冲突。因为服务型领导行为意味着更高的工作要求，会加剧领导者的自我损耗。而领导者在工作

中感受到的资源损耗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其工作⁃家庭关系，加剧工作⁃家庭冲突。Liao等（2021）则从资源

分配的角度，证实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导致领导当天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由此增加第二天的领导角色退出行

为（如做出更多的放任型领导行为）。

（5）道德型领导行为。 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道德型领导行为的关注越来越多（莫申江和王重鸣，

2010）。道德型领导行为是指领导者通过个人行为和人际互动表现出符合规范的适当行为，并通过双向沟

通、强化和决策将这种行为推广给其员工（Brown et al，2005）。以往的研究集中表明道德型领导行为会给员

工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Brown and Treviño，2006），但很少有人关注道德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

道德型领导行为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表现为合乎规范的行为和激励员工的道德行为（Brown et al，2005），这

两个特征决定了道德型领导行为对行为者潜在的消极影响。首先，规范得体的行为要求领导者遵守组织和

社会道德规范；其次，激励员工的道德行为则要求领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要很好地监督员工的工作和

行为表现，并试图让其符合道德规范。根据自我损耗理论，不管是自身对于规则的遵守还是对别人额外的监

督，都会消耗领导者自身的控制资源，从而增加其自我损耗（Muraven，2012）。据此，Lin等（2016）发现道德

型领导行为因增加了自我损耗，导致领导者对于自身言语、情感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苛责

管理行为。Qi等（2023）还发现道德型领导行为增加领导的情绪耗竭，进而增加领导的退缩行为，而员工追

随则削弱这一效应。此外，Lin等（2016）还发现道德型领导行为还会通过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效应影响

其后续的苛责管理行为。领导者做出道德行为既可以为自身积累道德信用，也可使其拥有良好的道德凭证，

从而给予领导者充足的理由去违反道德规范，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如苛责管理行为。

（6）其他建设型领导行为。组织场所中的其他建设型领导行为在给领导者自身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

存在着潜在的消极影响。Barling和 Cloutier（2017）认为那些有益于他人、能促进领导效能的高质量的领导行

为往往都会影响行为者自身的心理健康，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认知的复杂性、社会孤立、承载员工的负

面情绪、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等。而这背后的理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Yam等（2016）根据自我损耗

理论证实了领导在与顾客互动时表现出的表层扮演行为会显著增加领导的自我损耗，导致领导做出更多的

苛责管理行为。Lanaj和 Jennings（2019）发现领导在帮助下属解决私人问题时，下属的消极情绪会通过情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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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传递给领导者，从而会给领导者自身带来较大的情感损失。作者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消极影响过程的

多种边界条件，比如当帮助下属的社会影响较大时，领导者从帮助下属的行动中得到的情感损失就会减少；

当领导者更富有管理经验时，受到的消极影响也会更少。

（三）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
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对该话题的研究有利

于解释领导者为什么做出破坏型领导行为，进而有利于帮助组织有针对性地改善和提升领导效能。

（1）苛责管理行为。据前文所述，苛责管理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苛责管理行为无论对员工还是领导者自

身都会产生各种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就导致无法解释现实管理情境中苛责管理行为为何能够普遍存在。Qin
等（2018）发现，苛责管理行为能够通过防止领导者自身自我控制资源的进一步损失和个体控制感的增强来

恢复领导者自身的资源水平，进而使领导者能够更好地投入随后的工作（工作投入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积极影响是短暂的，因为在更长的时间（一周或更长时间）后，苛责管理行为与领导者的资源恢复水平和

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因此，该研究揭示了苛责管理行为对领导者的短暂积极影响，首次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苛

责管理行为有那么多的负面影响，但仍在组织中广泛存在这一问题。Ju等（2019）则从权力感知的角度证实

了领导苛责管理行为对自身的即时好处，作者认为苛责管理行为会让领导认为自己掌控了对下属极为重要

的资源和目标，这会显著增强领导当下的权力感知，从而提升领导的管理效能感，进而增加任务导向的领导

行为。

还有研究发现领导前一阶段的苛责管理行为会致使领导在下一时间点采取更为积极的领导行为来作为

“补偿”。例如，Liao等（2018）从道德净化的角度出发，证实实施苛责管理行为的领导者可能会因为感到内疚

和感知到道德信用的丧失而在随后采取更具建设性的领导行为。一方面，当领导者意识到自己违反了道德

规范和标准时，会产生一种自我意识的道德情感，即内疚感（Baumeister et al，1994）；另一方面，领导者在道

德越轨后会感知到道德信用的缺失。这些情感和认知上的消极反应最终会促使领导者采取积极的补偿行

为——如以人为本的领导行为（如关心员工）和以任务为导向（如提供工作指导与支持）的领导行为，以重建

一个良好的道德自我概念。类似地，Shum等（2020）发现领导会因做出苛责管理行为感到愧疚从而增加对下

属的帮扶行为。

（2）其他破坏型领导行为：目前仅有一篇实证文献探究了其他破坏型领导行为即放任型领导行为对领导

者自身的积极影响（Arnold et al，2015）。具体地，研究发现相比于积极有效的变革型领导行为，放任型领导

所具备的个人资源较少，所以放任型领导更倾向于采取资源损耗最少的情绪表达策略即表达自己的真情实

感，而这种真实的情感表露可以减少领导自身的资源损耗，给领导自身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

（四）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
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中，集中探究了领导者对员工的知觉、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只

有少部分研究关注了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消极影响（Schilling，2009），且主要关注苛责管理行为

的影响。

（1）苛责管理行为。作为一种破坏性领导行为，苛责管理行为是指领导者对员工做出的语言或非语言的

敌意行为，但不包括身体接触（Tepper，2000）。Foulk等（2018）发现领导者的苛责管理行为会降低他们自身

的需求满足感和放松感，进而损害领导者的幸福感。因为苛责管理行为会引发追随者的负面反应，这会降低

领导者对自身能力和与员工亲密性的感知，且追随者的负面评价会影响领导者自主性的感知，而能力需求、

关联需求和自主性需求是个体日常需求的主要构成要素，因此苛责管理行为会降低领导者的日常需求满足

感，进而损害领导者自身的幸福感。个体幸福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放松感，且它对领导者的个人幸福

尤其重要，因为领导者在工作中往往承担着巨大的压力（Ganster，2005）。做出苛责管理行为的领导者往往

会陷入对这种负面事件的重复思考，引发焦虑，而焦虑与放松是对立的情绪（Stone et al，1995），因此苛责管

理行为也会通过降低其放松感而损害领导者的个人幸福感。Shen等（2021）也发现苛责管理行为会损害领

导者维护自身积极形象的需求，引发领导者的情绪耗竭，损害领导者个人的幸福感。Priesemuth和 Bigelow
（2020）发现领导的苛责管理行为会影响领导者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认知，伤害他人让领导者的社会价值感下

降，从而消极地影响领导者的工作行为（如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并会减少甚至停止后续的苛责管理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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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破坏型领导行为。除了苛责管理行为，组织中还有其他破坏型的领导行为表现：如放任型领导

行为、专制型领导行为及其他阻碍员工或公司目标实现的领导行为等。以往研究集中地展示了这些破坏型

领导行为给员工或组织带来的消极影响（Einarsen et al，2007），但很少研究关注其对领导自身的影响。特别

地，Byrne等（2014）揭示了领导在组织中的饮酒行为不仅会对员工和组织带来消极的影响，对领导者自身也

有负面影响：饮酒行为会让领导自身的认知资源下降，降低其决策能力和反应能力，因此饮酒后的领导会因

资源损耗减少其变革型领导行为而增加苛责管理行为，从而给员工和组织带来消极的影响。

（五）研究分类小结
本文根据领导行为性质和影响效应两个维度，将相关的文献梳理归纳为四种类别的研究，总结其概况见

表 1。整体而言，从行为者视角探究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研究体量还较小，发展不均衡，尚未形成

体系化研究。首先，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体量较小，但近年来新增研究数量明显增

加，足以窥见该方向研究的前沿趋势。另外，虽然研究涉及了多种领导行为类型，但不同类型的领导行为研

究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不管是从研究的文献总量上看还是从领导行为的类别数量来看，建设型领导

行为的研究要比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更丰富；而在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研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领导公平

行为等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更为全面且深入，其他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大多只揭示了单一的积极或消

极影响，另一面仍有待进一步探索。而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目前还主要围绕苛责管理行为来展开，而对其

他破坏型领导行为的影响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其次，现有研究理论视角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思

路。目前关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用到了包括资源保存理论、情感事件理论、道德认知理论、自我决

定理论等多种视角的理论，来解释领导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之间缺乏有效对话，不利于理

论创新。

结合本文的研究分类，各分类下的文献呈现出一些典型特点，各分类间也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具体来

说：第一，关于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积极影响的研究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体量，也涉及较为多样的

建设型领导行为类别，这部分研究集中表明了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积极效应，有助于解释领导者为

何做出更多的建设型领导行为。第二，关于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消极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得到了较

多的关注，因为这类研究帮助揭示了建设型领导行为的潜在“阴暗面”，以更辩证、更全面地认识建设型领导

行为。但结合第一类关于建设型领导行为对

领导者的积极影响可发现，并非每一种领导

行为都被揭示了其“两面性”，如关于道德型

领导行为的研究仅揭示了其对领导者自身的

消极影响，却未曾有研究探究其对领导者自

身的积极影响。因此，以上这两类研究之间

的联系和对话能给未来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第三，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

影响在新近研究中也开始得到关注，但主要

是围绕领导的苛责管理行为进行的探索，对

其他类型的破坏型领导行为的探究仍非常有

限。但这类研究在理论上能够帮助厘清这些

破坏性领导行为在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原因，

同时能够给与组织管理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因此，这个类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

义。第四，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

的消极影响的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体量上是最

小的，且对理论机制和影响路径的揭示还不

够清晰、深入，仍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

为使后续的研究能够依循清晰的逻辑框

表 1 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相关研究

领导行为类别

建设型

领导行为

破坏型

领导行为

变革型
领导行为

领导公平行为

谦卑型领导行为

真实型领导行为

服务型
领导行为

道德型
领导行为

其他建设型
领导行为

苛责
管理行为

其他破坏型
领导行为

积极影响效应

Arnold等，2015；
Bass 和 Riggio，2006*；
Corrigan等，2002；
Lanaj等，2016；

Zopiatis和 Constanti，2010
Johnson 等，2014
Cindy等，2019
Ilies等，2005*；

Luthans和 Avolio，2003*；
Weiss等，2018

康勇军和彭坚（2019）

Lanaj等，2019
Nielsen 和 Cleal，2010；
Nielsen 和 Cleal，2011；

Ju等，2019；
Liao等，2018；
Qin等，2018；
Shi等，2023；
Shum等，2020
Arnold等，2015

消极影响效应

Leonard等，2013*；
Lin等，2019；

Zwingmann等，2016；
Khan等，2023
Patient，2011*；
Johnson等，2014
Cindy等，2019；
Yang等，2019

康勇军和彭坚（2019）；
Liao等，2021；
Joosten等，2014；
Lin等，2016；
Qi等，2022

Barling 和 Cloutier，2017*；
Lanaj和 Jennings，2019；

Yam等，2016
Foulk等，2018；

Priesemuth 和 Bigelow，2020；
Shen等，2021

Byrne等，2014
注：*表示该文献是理论研究文献，其余为实证研究文献。

8



秦 昕等：领导行为如何影响领导自身？综述与未来方向

架进行更充分的对话，帮助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得到体系化的发展，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研究

所使用的理论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

三、理论机制

在前文介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炼了目前研究中领导者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作用机制，以解释

这些领导行为是如何影响领导者自身的。首先，回顾并统计了相关文献所运用的主要理论机制，具体结果见

表 2。根据统计情况，本文将延续前文的研究分类，即从领导行为性质（建设型领导行为或破坏型领导行为）

和影响效果（积极或消极影响）两个维度四类研究进行理论机制的详细阐述③。然后，本文进一步梳理了行

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边界机制，揭示了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影响的个体和情境间差异。

表 2 解释领导者行为对自身影响的主要理论机制

理论机制

情感事件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

内隐领导理论

自我损耗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

工作⁃家庭
资源模型

道德许可理论

道德净化理论

自我感知理论

基于认同的
权力理论

社会价值相关
理论

建设型领导行为的积极影响

数量

2
1
1

2

1

1

研究

Lanaj等，2016；
Lanaj和 Jennings，2019

Lanaj等，2016
Cindy等，2019
Weiss等，2018
Lanaj等，2019

Arnold等，2015

康勇军和彭坚，2019

建设型领导行为的消极影响

数量

1

2

3

7

1
1

研究

Lanaj和 Jennings，2019

Cindy等，2019；
Qi等，2022

Joosten等，2014；
Lin等，2016；
Lin等，2019

Johnson等，2014；
Khan等，2023；
Liao等，2021；
Lin等，2019；
Qi等，2022；
Yang等，2019；

Zwingmann等，2016
康勇军和彭坚，2019

Lin等，2016

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积极影响

数量

2

1
1

研究

Arnold等，2015；
Qin等，2018

Liao等，2018
Ju等，2019

破坏型领导行为的消极影响

数量

1

1
1

研究

Byrne等，2014

Foulk等，2018
Priesemuth和
Bigelow，2020

注：*表示该文献是理论研究文献，其余为实证研究文献。

（一）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积极影响的理论视角
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积极影响的理论机制主要是从影响个体情绪相关变量和认知相关变量两个角

度进行解释的，即工作场所中的建设型领导行为一方面可能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来提升领导自身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改善个体的认知从而让领导者自身受益。从情绪路径进行论述的理论是情感事件理

论，而从认知路径进行论述的理论有自我决定理论和内隐领导理论。具体如下。

1.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Weiss and Cropanzano，1996）认为工作场所事件是个体情感的重

要来源。根据该理论，在工作中的积极互动，如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互动，可以改善领导和员工的情绪

③ 本文根据领导行为性质和影响结果的两个维度来划分理论视角，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理论视角划分为个体内（within⁃person）和个体间

（between⁃person）两个类别，将采用资源、认知、情感视角的研究归为个体内类别，而将采用领导与他人关系视角的研究归为个体间类别。

据此可以将本文核心文献的理论机制划分成以下四大类别：资源视角、认知视角、情感视角、关系视角。资源视角认为个体基于有限的资

源，倾向于采取减少资源消耗或增加资源恢复的策略来应对各类事件，因此领导行为能够通过引起资源损耗或恢复从而影响行为者自身。

从资源视角进行研究的理论机制通常包括资源保存理论、自我损耗理论、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等。认知视角的研究则关注特定领导行为引

起的领导者自身或下属的认知反应，所用到的理论包括自我决定理论、内隐领导理论、道德许可理论等。除了理性的认知，领导行为也会

对行为者的情感产生影响，情感视角的研究就旨在关注与领导行为相关的行为者的情感，常用到的理论机制是情感事件理论。关系视角

的研究则是聚焦领导行为在领导与下属或他人互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如何最终影响领导自身，涉及的理论有如基于认

同的权力理论、社会价值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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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otakis et al，2011；Miner et al，2005）。

建设型领导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存在充分、有意义的沟通（如变革型领导行为，

Bass，1985），因此，这种由建设型领导行为建立的良好的互动关系会对互动双方的情感状态都产生积极影

响。基于此，Lanaj等（2016）认为，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积极改善领导者的日常情感状态。但该理论是一个

较为宽泛的理论，一般用于解释特定类型的工作事件如何通过影响个体情感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表

现，却无法具体解释工作场所事件如何影响及影响哪些个体的情感，因此在探究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

身情感状态的具体影响时还需与其他理论配合使用，如下文将提到的自我决定理论。

2.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Deci and Ryan，2000）认为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满足——自

主性、能力和关联性——对个体幸福至关重要，这体现了个体实现目标的内在动机。自主性需要是指个体感

到可以遵循自己的意志而自由行动的需要，能力需要是指个体感到自己有能力和有效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的

需要，关联性需要则指个体感到与他人有联系并被他人理解的需要。自我决定理论表明，行为者采取某些行

为往往是因为该行为满足了其自身的日常需求，让其产生了内在驱动力，而这种日常需求的满足对行为者个

人幸福有诸多积极的影响（Deci and Ryan，2000）。

基于此，Lanaj等（2016）认为，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促进领导者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需求的满足，并结

合情感事件理论，认为这一系列日常需求的满足是变革型领导行为改善领导者日常情感状态的中介机制。

自我决定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个体行为，尤其是积极行为的内在动机的理论（Weinstein and Ryan，2010），

因此，在审视一些建设型领导行为对行为者的潜在积极影响时，也可以从领导者的内在动机的角度出发，思

考这些领导行为是否满足了领导者自身的某些需求。

3.内隐领导理论

建设型领导行为有时并不会直接给领导自身认知带来影响，但却能直接影响其下属的认知，从而间接地

对领导效能及其在组织中的结果产生影响，现有文献中利用这一逻辑进行论述的理论机制有内隐领导理论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y，Eden and Leviatan，1975）。内隐领导理论建立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认

为人们在进行社会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花费精力最少的方式来获取社会信息并进行加工从

而做出更快的判断（Lord and Maher，1993）。因此，某些人或事在人们的认知中往往存在既定的范式。这一

理论应用到领导力领域，就意味着员工倾向于对领导形成既定的认知，并用这一既定的认知去判断当下的领

导行为，这就是内隐领导理论的核心观点（Epitropaki and Martin，2004）。

Zapata和 Hayes⁃Jones（2019）就用这一理论解释了领导表现出谦卑对员工认知中的领导形象带来的影

响：一方面，领导谦卑增强了员工认知中的领导沟通特征（友好、同情、信赖），因此能够提高领导效能，进而给

领导者带来益处（奖励增加或惩罚减少）；而另一方面，领导谦卑也减弱了员工认知的领导代理特征（能力、独

立、果断），因此降低了领导效能，进而给领导者自身带来消极的影响。虽然同属影响个体认知的理论，自我

决定理论和内隐领导理论的主要区别是自我决定理论直接影响了领导自身的认知，而内隐领导理论直接影

响的却是员工的认知，从而间接影响领导自身，前者完全是站在领导自身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后者则更强调

员工在其中的影响。

（二）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消极影响的理论视角
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从资源的角度揭示了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消极影响的作用机

制，包括自我损耗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等，这些研究关注建设型领导行为如何通过改变

自身资源情况从而对自身认知和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与资源相关的理论可以解释领

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但由于篇幅限制，统一在这部分进行阐述。除此之外，与道德

型领导行为相关的研究还提到了道德许可理论的作用。

1.自我损耗理论

自我损耗理论（ego⁃depletion theory，Baumeister et al，1998）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个体用于自我控制的资

源是有限的，因此当人们反复采取各种需要消耗自我控制资源的行动时，就会出现自我耗竭。工作场所中控

制或压抑思想、做出复杂的决策、集中注意力、遵守规则和规范等行为尤其会消耗行为者的自我控制资源

（Baumeister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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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领导行为往往就包括了这些高度消耗自我控制资源的行为。例如，变革型领导者需要为员工解

决困难的问题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员工达成高绩效目标并促进员工的自我发展；公平行为尤其是程序

公平需要领导者熟悉并遵守工作程序和流程制度，控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偏见等。这些行为都需要消耗大量

的自我控制资源（Baumeister et al，2007；Barling and Cloutier，2017）导致自我损耗。由于资源有限，个体在一

件事上消耗大量的控制资源会导致在其他事情上的控制力的减少，从而导致消极的认知或行为表现。例如，

从事变革型领导行为将带来领导者的情绪耗竭，从而增加领导者的离职意向，而当下属具有较低的责任心和

胜任力时，这种情绪耗竭将更为明显（Lin et al，2019）；从事道德型领导行为除了增加资源消耗，同时也可能

提高道德信誉（moral credits）和道德证书（moral credentials），在两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领导者最终可能会从

事更多的苛责领导行为（Lin et al，2016）等。因此，自我损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积极的领导行为往往

是以领导者自身的资源损耗为代价的，而在有些时候，这些代价甚至超过了积极领导行为对员工和领导者自

身的积极作用（Lin et al，2019）。

2.资源保存理论

在建设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消极影响的实证研究中，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1989）是最常使用的理论。资源保存理论与自我损耗理论不同的是，它不仅强调资源的损耗，还重

视资源的获取。该理论认为，个人具有保护自身现有的资源及获取新资源的动机，强调个体行为会消耗或收

获相应的个人资源，而为了维持和提升整体资源水平，个体会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进一步的资源流失

和主动获取新资源来提高整体资源水平（Halbesleben et al，2014）。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领导者因采取积极的领导行为（如变革型领导行为）消耗大量的个体资源而产生

情绪耗竭之后（Zwingmann et al，2016），领导者会采取措施来保护剩下的资源，如直接将自身抽离出当前的

资源高消耗情境，产生更多的退缩行为（Qi et al，2022）、更强的离职意向（Lin et al，2019；Yang et al，2019），

或转而采取一些资源消耗比较低的破坏型领导行为，如放任型领导行为（Liao et al，2021）、苛责管理行为

（Byrne et al，2014）。此外，资源耗竭除了影响领导者在工作场所中的行为，甚至还会影响其在家庭中的行

为，如导致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康勇军和彭坚，2019；Yang et al，2019）。因此，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消

耗不仅会阻碍领导者的建设型领导行为表现，还会刺激他们做出更多的破坏型领导行为（Alyson et al，
2014），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组织中矛盾领导行为存在的原因。

3.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类似于自我损耗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工作⁃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ten Brummelhuis
and Bakker，2012）也是从资源角度探究建设型领导行为对行为者影响的理论机制，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将

两个不同领域（工作和家庭）中的资源联系起来，更强调资源在两个领域之间的流动或转变。具体地，由于资

源的有限性，个体在其中一个领域的资源消耗会使其难以满足在另一领域的资源需求，由此产生两个领域的

角色冲突；反之，资源的获取在这两个领域会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协调两个领域的角色关系（ten Brummelhuis
and Bakker，2012）。

因此，基于该理论模型，康勇军和彭坚（2019）发现，服务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会产生

“双刃剑”效应。一方面，领导者可以从自己的服务型领导行为中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这代表着一种资源

的获取，进而促进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面，领导者也可能从服务型领导行为

中感受到更多的资源损耗，从而加剧自己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为解释建设型领导行

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双向影响路径，并将领导工作场所行为的影响扩展到了家庭领域。

4.道德许可理论

道德许可理论（moral licensing theory，Miller and Effron，2010）认为采取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或社会赞

许的行为可以“许可”人们采取随后的有问题的或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许可包括两条作用路径：一种是道德

信用（moral credits）路径，即参与道德行为能让人们积累道德信用，这些累积的道德信用可以帮助人们获取

道德偏离的“权力”；另一种则是道德凭证（moral credentials）路径，道德行为给行为者塑造了一种良好的道德

凭证，让其觉得自己参与不道德行为是合理的或至少没有那么负面。

基于道德许可理论，Lin等（2016）认为领导者采取道德行为既可以为自身积累道德信用，也可使其拥有

良好的道德凭证，进而使得他们更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如苛责管理行为。道德许可理论是典型的以行为者

为中心视角的理论机制，可探究行为者在行为后的认知变化进而影响自身的后续行为变化，但该理论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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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道德相关行为，应用在领导领域，即只适用于解释道德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行为的影响，且这一影

响结果通常是导致行为者更多的不道德行为。

（三）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积极影响的理论视角
目前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三种影响机制，分别是从资源角度进行解释的资源保存理论及

从认知角度进行解释的道德净化理论和自我感知理论。

1.资源保存理论

由前文所述，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损失可以用于解释一些建设型领导行为为何对领导者自身存在

消极的影响，而相对应地，个人资源水平也会通过日常工作行为得到恢复和提升（Halbesleben et al，2014），

这可以解释一些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潜在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型领导行为会给行为者自身带来资源收获，一些破坏型领导行为也可能与行为者的

资源恢复相关。例如，Qin等（2018）发现，在短期内苛责管理行为既能够防止个人资源的流失，也能帮助领

导者获取新资源，从而提高其资源恢复水平，这是因为采取苛责管理行为可以让领导者即时地减少因行为抑

制而带来的资源损耗；此外，采取苛责管理行为会增加领导者对员工的控制感，进而提升领导者的资源恢复

水平（Fritz et al，2010）。因此，苛责管理行为能够通过影响领导者自身短期资源的恢复，提升其工作投入程

度。可见，资源保存理论不仅可以通过增加行为者资源消耗解释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消极影响，也可通

过增加行为者资源恢复解释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的积极影响。但在应用该理论时要注意时间窗的引入，因为

个体在不同时间内感受到的资源消耗和资源恢复会存在差异，进而影响领导行为给领导者自身带来的最终

结果。

2.道德净化理论

研究还发现，领导者在做出苛责管理行为之后，有时还会对自我产生消极的道德认知，这也会促使他们

随后做出一些积极的领导行为以示补偿，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解释的理论有道德净化理论（moral cleansing
theory，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道德净化理论认为人们时刻监控自己道德感的波动，通过平衡自己的

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努力保持良好的道德自我概念。当人们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会感受到道德自我概念

受损，这会促使他们随后做出补偿行为，帮助他们“净化”对自己不道德的情感和认知感受，以此恢复自己的

道德自我概念。

根据道德净化理论，Liao等（2018）发现领导者的苛责管理行为会增加其内疚感及感知到的道德信用缺

失，为了“净化”这种消极的感受并维持自身的道德自我概念，领导者会表现出更多的人际导向的支持行为

（如关心员工）及任务导向的支持行为（如明确工作目标和期望、提供指导和反馈）。与道德许可理论类似，道

德净化理论在使用时也具有特定情境的局限性，即只适用于解释领导者的不道德行为对自身认知和行为的

影响，且通常以增加行为者的某种具体的道德行为作为最终结果。

3.自我感知理论

除了对自身道德认知的影响，苛责管理行为还会对领导自身作为管理者的认知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进

行论述的理论机制是自我感知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Bem，1972）。自我感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会

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观察来形成对自我的认知（Bem，1972），应用到领导力领域，可以用于解释领导从自身领

导行为中产生的认知变化。

Shum等（2020）重点关注两种领导认知维度：权力感和管理效能感。作者认为苛责管理行为通过向下属

施压，让领导感受到自身掌握着下属重要的资源，因此能够控制下属、影响下属，这大大增加了领导自我感知

的权力感，进而提高了其管理效能感。因此通过自我感知理论，作者证实了苛责管理行为能够积极影响领导

的自我认知，具体体现在自身权力感和管理效能感的提升，而这会促进领导做出更积极的任务导向型的领导

行为（如提高工作绩效等）。

（四）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消极影响的理论视角
由于相关研究的不足，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消极影响的理论机制的研究目前仅有 3篇。

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源保存理论的解释机制，该部分的研究还分别提到了基于认同的权力理论及社会价值理

论，这两种理论都揭示了破坏型领导行为影响了领导对自身的认知，使其权力感和社会价值感下降，从而对

自身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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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认同的权力理论

基于认同的权力理论（content⁃based theories of power，Hindess，1996）的核心观点认为权力是基于社会

关系的，是双向的。权力诱导的行为并非发生在社会真空中，因为领导是依赖他人的，因此，员工会对权力和

权力诱导的领导行为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会进一步影响权力拥有者的态度或行为。该理论可以用于说明，

权力和权力诱导的一些消极行为不仅会伤害他人，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权力拥有者自身。

基于此，Foulk等（2018）认为当高心理权力引发领导者做出苛责管理行为后，会引发员工一系列的负面

反应，这会对领导者未来在群体中的权力和影响力产生威胁，降低领导者对自身权力的感知，而权力感与个

体的自主性、能力感和与员工的亲近感紧密相关，因此由高权力诱导的苛责管理行为最终会阻碍领导自身的

个人幸福，体现在领导者日常需求满足的降低及放松感的减少。

2.社会价值相关理论

社会价值是指个体在工作中感到被欣赏或被重视的感觉（Grant and Gino，2010），社会价值相关理论认

为社会价值体现在与他人的良好社会互动中，个体受到别人的尊敬（Leary and Baumeister，1995；Dickerson
et al，2004）。因此根据该理论，良好的社会互动是获取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反之，消极的互动会让个体感

到不被重视、不受人尊敬，因此会降低个体的社会价值感。

领导的苛责管理行为就是这样一种消极互动的行为，因其对员工造成了伤害，更容易引发员工的负面情

绪和行为反抗（Mitchell et al，2015；Priesemuth and Schminke，2019）。根据社会价值相关理论，这种消极的

领导员工互动会降低领导者对自身社会价值的感知，从而消极地影响领导者的工作行为，如降低工作绩效、

减少组织公民行为等（Priesemuth and Bigelow，2020）。综上所述，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消极影响

目前都是通过影响领导者对自我的消极认知来实现的，未来研究可从这个方向上进一步探索破坏型领导行

为对领导自身消极影响的潜在路径。

（五）边界机制
在对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理论机制进行梳理后发现，调节变量的选取也是该方向研究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着“双刃剑”效应或“过犹不及”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的领导行为研究，调节变

量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除了对影响结果和理论机制的揭示，有研究还进一步探究了行为者视角的领

导行为影响效应的边界机制，揭示了领导行为效用的个体间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调节变量。总结来

看，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的调节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个体层面的调节和团队/组织层面的调节。

领导行为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其对领导自身的影响结果会受到行为实施者（领导）、接受者（员工）或第三

方（如领导的上级、同事、旁观者等）等个体的特征变量的调节作用，导致行为者视角下领导行为影响结果的

个体间差异。首先，在行为者个体层面的调节因素中，行为者自身的个体特质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调节变量，

因为领导行为及其影响会随着时间出现波动，此时个体较为稳定的性格特质就成了个体间差异的重要来

源。例如，Lanaj等（2016）在探究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满足领导自身的日常需求进而改善领导的情感状态时

发现，这种领导行为的积极影响会受到领导者人格特质——外向性和神经质——的调节作用。高外向性的

个体会从多种日常人际活动和目标追求中获得积极情绪，而不是仅仅依赖某一事件（McCrae and Costa，
2003），因此与低外向性的领导者相比，高外向性的领导者从变革型领导行为中感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会没

那么强烈。相反，高神经质的个体因为对减少消极情绪的过程更加敏感，因此高神经质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

行为给自身积极情感状态带来的积极影响会更强。类似的，研究发现高外向性的领导者更善于人际交往，其

资源的获取来源也更为丰富多样（McCabe and Fleeson，2012），因此做出交互公平行为需要消耗的资源及从

人际交往中获得的资源都相对较少，故高外向性领导者的交互公平行为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较

小。相反地，高神经质的领导者对资源的损失和获取更为敏感，交互公平行为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

会更为显著（Johnson et al，2014）。除此之外，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也是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调节机制。例

如，Liao等（2021）证实领导换位思考（perspective taking）会负向调节服务型领导行为通过增加领导自身控制

资源的损耗而增加第二天的放任型领导行为这一间接影响，即能够进行换位思考的领导从服务型领导行为

中损耗的资源会较少，从而从自己的行为中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小。Joosten等（2014）则发现领导的道德

认同水平会调节道德型领导给自身带来的损耗，因为对于道德认同感高的人来说，与道德规范相符的价值

观、目标、行为范式等会更容易被获取和接受，因此做出道德型领导行为需要消耗的认知资源更少，从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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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受到自我耗竭的程度也更小。Ju等（2019）进一步探究发现苛责管理行为给领导者自身带来的即时好

处会受到领导长期的权力感的调节作用，若领导本身就具备较强的长期权力感，则苛责管理行为对自身即时

的权力感知影响较小，进而对领导者管理效能感和任务导向型领导行为的影响也越小。

其次，作为领导行为的接受者，员工的特征因素也可能对行为者视角下领导行为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的

影响。Lin等（2019）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在导致领导者自身情绪耗竭之后，会让其产生更强的离职意

向，而这一影响过程会受到员工特征因素的调节：高责任心及高能力的员工会减弱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

自身的情绪耗竭，因为这些员工更有动力也更有能力实现集体目标，达成高绩效，这些积极的收获会给领导

者带来额外的资源收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领导者的资源损失，进而减弱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离职

意向的消极影响。

最后，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影响还会受到一些重要第三方的个体因素的调节，如领导的上司、同事或

不受领导行为直接影响的其他下属员工等。Shum等（2020）探究了领导会因做出苛责管理行为感到愧疚从

而增加对下属的帮扶行为，而当领导的上司也同样做出苛责管理行为并且领导自身也比较认同这种行为时，

领导因苛责管理行为感到愧疚从而做出补偿性的助人行为的可能就越小。但整体来看，第三方的特征因素

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的探索。

除了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的影响，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影响结果还会受到团队或组织环境层面的特

征因素的调节作用。因为领导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的环境中，领导行为发生的组织环境也会对领导行为

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带来重要的影响。相比个体层面因素，团队或组织层面的调节因素主要是从组织为领导

提供资源的角度来影响领导行为对自身的作用效果，因此，这类调节机制一般与资源相关的理论密切相关。

例如，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当领导者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时，服务型领导行为能让领导者有更充

足的资源实现服务需求，从而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进而对领导者工作⁃家庭关系产生更强的积极影响，反

之则相反（康勇军和彭坚，2019）。Lanaj和 Jennings（2020）发现领导在帮助下属解决私人问题时，下属的消极

情绪会通过情绪感染传递给领导者，从而会给领导者自身带来较大的情感损失。而这一消极影响过程存在

多种边界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当帮助下属的社会影响较大时，领导者从帮助下属的行动中得到的情感损失就

会减少。还有研究发现，工作情境因素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当领导者处于较高的工作要求环境

时，领导的苛责管理行为通过恢复自身的资源进而给工作投入带来的间接积极影响会更为强烈（Qin et al，
2018）。特别的，领导和下属员工之间的二元互动也会影响领导行为作用于领导自身的结果。Weiss等
（2018）发现，对真实型领导而言，领导与下属的互动越多，其精神损耗越少，从而真实型领导行为给自身带来

的积极影响越强，反之，对于非真实型领导而言，领导与下属的互动越多，其精神损耗就越大，从而真实型领

导行为给自身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小。

（六）理论机制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领导者行为的

性质和影响效果两个维度，从 4个方面

分析整合了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

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其背后的作

用机制（图 2）。从理论机制方面来看，相

关研究文献提及的理论机制较集中、单

一，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仍

占少数，未来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系统地

探索。另外，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的

实证研究普遍都进一步揭示了该领导行

为影响的边界机制，这种调节作用的揭

示能够帮助我们更辩证、全面地看待领

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有着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文献梳理也可

发现，目前关于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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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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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昕等：领导行为如何影响领导自身？综述与未来方向

研究更多地关注了个体层面因素，尤其是领导自身的特征因素的调节作用，而对于团队或组织情境层面的调

节变量的探索还稍显不足，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探索，以帮助拓展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

为研究。

四、研究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研究总结
尽管领导研究目前已取得很大的研究进展，但这些进展大都集中于探究领导行为对员工、团队或组织的

影响，而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该方向的研究还未成体系，存在多方面

的不足。本文在对过往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不足进行了归纳总结。具体如下。第一，现有行

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文献偏重对建设型领导行为影响的研究，对破坏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仍

较缺乏。第二，现有文献对领导者行为对自身影响的探究较为片面，即现有研究大都只构建了领导行为对自

身的单一影响模型，一方面，这种单一影响模型没有综合地考虑同一行为可能同时引起的多重影响甚至是相

反方向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对领导行为自身影响的研究也较少考虑影响强度和方向的变化情况，缺乏对

其边界效应的探索，尤其是对组织与工作情境因素的考虑较少。第三，目前研究涉及的领导行为类别较为集

中，仍有待进一步地拓展。具体的，关于建设型领导行为尤其是对于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道德型领导，

以及破坏型领导中的苛责管理行为的探究是较多的，而对于其他多种类型的领导行为的研究仍较缺乏。第

四，现有研究的对象集中在组织中层领导者群体，对高层领导者几乎没有关注。第五，目前的研究大都采取

截面研究方法，揭示某一时间点上领导者行为对自身的作用，是从完全静态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缺乏从动

态化的时间视角下的研究。第六，目前关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几乎忽略了领导行为攸关的文化特

点，即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西方群体的样本数据，同时结合多种文化背景的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验证

的研究非常稀少，其研究结论是否具有跨文化适应性也仍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在归纳分析现有文献的

基础上，对本方向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相应地提出了六个亟待探讨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未来研究方向
1.拓展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影响的研究

探究领导行为对自身的潜在影响有助于解释领导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从而帮助领导者更好地采取

相应的防范和干预措施，提高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所以该视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

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已有文献大都关注建设型领导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而较少探索不同破坏型领导行为对

其自身的影响。揭示破坏型领导行为的消极影响、探索规避这些影响措施的研究，能够帮助组织管理者更好

地制定防范和干预措施，而探究其对行为者自身的潜在积极影响、解释这些行为存在缘由的研究，则能帮助

组织管理者厘清破坏型领导行为出现和发展的根源，从而更能有效地从根本上抑制这种行为的产生和发

展。例如，研究发现领导的苛责管理行为能够短暂地恢复领导自身的资源，增加领导的工作投入，这些积极

效应是这种破坏型领导行为产生的主要动机，这类研究的探索能够帮助我们制定更行之有效的规避该破坏

型领导行为的策略，如正确指引领导通过其他不伤害下属的方式（如工作中短暂的休息）来恢复自身的资源

以减少苛责管理行为（Qin et al，2018）。除了苛责管理行为外，还有放任型领导、专制型领导、自恋型领导

（de Vries and Miller，1985）等破坏型领导行为也可能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但关于这些破坏型领导行为对

领导者自身影响的研究仍非常缺乏。因此，未来该方向的研究首先要拓展关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

身影响的研究。

2.拓展行为者视角的调节效应的研究

由于现有研究过于片面地关注领导行为对自身的单向影响结果，而没有进一步整合探索领导行为的双

向影响和动态变化过程，因此，未来研究还应更全面地探讨领导行为对自身的影响效应，包括揭示领导行为

的“双刃剑”效应及“过犹不及”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对调节效应的进一步揭示就显得至关重

要。领导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与领导者和员工的个人特征、领导⁃员工二元互动关系特征（如信任、喜欢等）

及情境因素等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对于具有“两面性”的领导行为更应重视探索其中的边界效应，以期

更全面、辨析地看待组织中的领导行为。而有些领导行为对自身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邢璐等（2018）指出在

复杂因果关系中，“可能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使作用过程表现出相互制约的动态性”，导致影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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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非线性的变化，如出现“过犹不及”效应。如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道德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不道德

亲组织行为的影响是呈一个倒 U型的非线性影响，即当道德型领导行为从较低水平提高到适中水平时，员工

会因感知到更高的社会交换水平而对领导、对组织做出更多的互惠行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会逐渐增加，而

当道德型领导行为超过了适中水平，员工会感知到领导明确的道德身份和道德要求，从而逐渐减少自己的不

道德亲组织行为（Miao et al，2013）。由此推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是否也会存在类似的“过犹不及”的非

线性影响？而这一影响中的调节机制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能够帮助组织更全面、辩证地看待领

导行为的影响效应，从而有利于制定更合理的提升领导有效性的方案，值得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3.探索其他种类领导行为对行为者的影响效应

本文对领导行为的分类采用的是简单的二元划分法，即将领导行为大致分为两大类：建设型领导行为和

破坏型领导行为。但由于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变化，组织中出现了其他多种无法用该分类来界定的

特殊领导风格和行为，如忧患型领导风格（高中华等，2020）、中庸领导行为（陈建勋等，2010）、矛盾型领导行

为（Zhang et al，2015）等。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种类的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影响。另外，

本文整合的理论框架主要展示了单一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路径，未来研究应考虑同一领导者的多

种领导行为对自身产生的交互影响效应。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单一领导行为已无法适应多样化

的员工需求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对多样化领导行为的呼吁已成为市场发展下的必然趋势，也将是未来组

织领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事实上，现有研究表明，同一个领导者会同时表现出多种领导行为，积极或

消极的领导行为甚至是矛盾的领导行为也可能出现在同一个领导者身上（Zhang et al，2015）。基于此，探究

多种领导行为同时存在时的交互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已有研究探究了不同种领导行为的不同组合对领导

者自身损耗和感知角色要求的影响，结果发现综合型领导（同时具有高水平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领导

行为）的自身损耗和感知角色要求最大，而那些不作为的领导（同时具有低水平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

领导行为）自身损耗和感知角色要求都最小（Arnold et al，2017）。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

（fsQCA）等方法，进一步探究组织中的多种领导行为与组织结果之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如赵晨等，

2023），只有对这些影响效应有更清晰的认知，组织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提升领导效能以适应复

杂多变的新环境。

4.扩展不同层级领导者的行为影响研究

从行为者的身份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多关注中层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几乎没有研究关注高层领导者的领

导行为。一方面，不同层级的领导者具有差异化的职能，也存在权利、身份等的差异，因此，高层领导者的领

导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很可能会异于中层领导者行为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由于高层领导者对一个公司的

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及全体员工的福利和个人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李绍龙等，2012；孙俊华和贾良

定，2009；王辉等，2006），对高层领导者领导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研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未来研究应

拓展对高层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影响的研究，并对高层领导和其他层级领导行为的影响效应加以区分，以更

加全面地揭示组织中不同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影响。

5.引入时间窗的概念

目前关于行为者视角的领导行为研究一大都采取截面研究方法，揭示某一时间点上领导者行为对自身

的作用，是从完全静态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缺乏从动态化的时间视角下的研究。更多的问题仍待进一步的

探索，比如，领导行为对其自身产生的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持续的？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作用是否会产

生纵向的波动？如果有，其变化的趋势会是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领导行为给领导自

身带来的影响，对组织实践有独特的启发价值，因此也亟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Qin等（2018）在研究苛责

管理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存在即时的、短暂的积极影响，但

在更长的时间之后（一周以上）这种积极影响将不复存在，苛责管理行为与领导者的恢复水平和工作投入都

呈显著的负相关。即这项研究揭示了苛责管理行为对领导者即时和长期的不同影响，基于此，他们提出资源

保存的时间窗模型，即一个行为到底是是资源产生（resource⁃generating）还是资源消耗（resource⁃consuming）
不能一概而论，可能还取决于考虑的时间窗。该模型指出时间窗应该被资源保存理论包含进来作为一个关

键的边界条件，进而创新性地扩展了资源保存理论。这一研究启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时间的动态视

角和行为者视角来探究领导行为对领导自身的影响，比如，思考领导行为的动态变化特征（如趋势、波动等）

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领导公平行为的波动性会给员工带来更大的心理不确定性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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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更低的工作满意度、更高的情绪耗竭（Matta et al，2017）。综上所述，时间窗的引进在未来领导的研究中

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更全面地审视领导行为在组织中的影响。

6.开展领导行为对自身影响的跨文化研究及关注中国特色的领导行为

现有研究基本采用的是西方群体的样本数据（除康勇军和彭坚，2019和 Qin et al，2018），而领导的发展

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梁觉和周帆，2010；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不同文化背景中领导行为的组织规范、奖

惩情况、所处环境特点等也会有所差异，而这些文化特征因素对领导行为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影响也尚

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未来也应进一步探索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影响的跨文化研究。相关的，未来研

究还需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例如，Zhang等（2015）基于东西方哲学史上对

矛盾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阴阳哲学的研究提出矛盾型领导行为。这一领导行为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和中国文化特色，既不单纯属于建设型领导行为，也不完全属于破坏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自身的影响

更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探索。相比于一致风格的领导行为，这种矛盾的领导行为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可能更需要消耗领导者的大量资源来平衡矛盾的行为，从而让领导者经历更多的情绪耗竭，因此矛盾领

导行为对领导者的消极影响可能比普通领导行为带来的影响更为强烈。类似地，中国本土情境中发展出来

的忧患型领导（高中华等，2020）、中庸领导行为（陈建勋等，2010）、家长式领导行为（周浩和龙立荣，2005），相

比于现有研究中的领导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能进行简单类别的划分。这也启示未来相关研究要立足

于文化的土壤，扩展特定文化群体或跨文化的领导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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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俊红等：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白俊红，顾雪晨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

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

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

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

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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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亦日益突出，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学界

和政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无疑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有利于保卫蓝天白云、捍卫绿水青山，同时也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等

的颁布出台，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更加灵活、公开的环境规制方式，越来越被企业和社会公众所重视。与

以往传统环境规制政策相比，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其独特之处。其一，以往传统环境规制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污

染结果的治理，而环境信息披露则旨在通过公示企业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倒逼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减少污染行

为；其二，以往传统环境政策主要采取的是诸如限制排污浓度或数量、对排放等污染行为处以罚款、征收环境

保护税等直接举措来规制企业的环境行为，而环境信息披露则通过信息传导机制，引入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

监督，从而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作

深入探究，从而为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事实上，早在 2003年，国家环保局即发布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公告中首次提出了规范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但此次规范主要针对一批重污染企业。2007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的推出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做出了进一步要求，同时也鼓励其他行业主动公开各自的环境信

息。2010年，国家生态环境部在《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 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

作通知》中正式提出，要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使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成为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

的有效途径。随着一系列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文件的出台，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逐渐增多，这也为本文的

开展提供了现实与数据支持。然而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上市公

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21年度）》显示，尽管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较往年有所提升，但从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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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Leader Behaviors Affect Leaders Themselves？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Qin Xin1，Gan Yuqing1，Deng Huiru1，Chen Chen1，Xue Wei1，Yang Laijie2，Zhou Xiang1
（1.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In the leadership literature，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ehaviors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However，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ehaviors on employees，teams，and organizations，while limited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ir
potential influence on leaders themselves. In recent years，some emerging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ehaviors on
leaders themselves from an actor⁃centered perspective. These researches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leader behaviors，and provide new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leader behaviors. Therefore，current researches were sorted
out on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ehaviors on leaders themselves to clarify the main vein and future direction. Specifically，researches were
sorted out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wo dimensions of the nature of leadership behavior（i. e. ，constructive or destructive leadership
behavior）and types of impacts（i. e.，positive or negative influence）：researches 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on leaders.
Researches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on leaders. Researches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on leaders. Researches 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on leaders. Further，based on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leader behaviors on leaders themselv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o integrate the underlying
theoretical mechanisms. Finally，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from the actor⁃centered perspective are proposed.
Keywords：leadership；actor⁃centered perspective；constructive leadership；destructive leadership；positive influence；negativ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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